
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及其劳动体制分析

□ 徐法寅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以“打工生活方式”为主要特征的农民工群体的规模不
断扩大，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占比趋于稳定，呈现出“结构化”趋势。 囿于各自的价值取向和
理论假设，主流的移民理论、城市化理论和阶级形成理论还不足以解释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现
象。通过强调农民工的劳动力本质和社会生活特征，劳动体制理论则能更全面地从制度和行动
及其互动关系的角度理解这一现象。 对 32个典型农民工的半结构化访谈表明：农民工群体结
构化的劳动体制包括行动和制度两个层面， 行动层面上的劳动体制是客观生存状态与主观动
机态度的“互构”，制度层面上的劳动体制是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公民地
位分化、城市非正式就业和市场文化对生存状态、价值观念和认知方式的“型塑”。 这种分析也
可以为研究我国的社会转型问题、移民问题、城市化问题和工人抗争问题提供分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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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 我国农民工的数量不
断增加， 农民工群体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比例
趋于稳定，呈现出了“群体结构化”的趋势。农民工
群体虽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却
生活在城市的边缘 （吕途 ，2013；Fan，2002；Lee
and meng，2010；Taylor，2011）。 规模庞大、长期存
在、 边缘生存的农民工群体关系到我国未来的发
展趋势和社会稳定。
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相关。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不一定产生大量的
流动人口或农民工。 Meng和 Manning（2010）就指
出虽然中国和印尼面临着相似的结构转型问题，
但是城乡人口迁移在印尼产生的是大量的城市贫

困人口， 而在中国产生的是长期存在和不断扩大
的农民工群体； 中国和印度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区
别（Smart et al.， 2013）。 问题是，工业化和城市化
的结构转型背景下， 我国农民工群体结构化的发

生机制是什么？
主流的移民理论、 城市化理论和阶级形成理

论都对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原因、 发展现状和未来
走向做出了深入分析， 但都还不足以说明农民工
群体的结构化现象。 移民理论对于迁移行为的分
析，并没有特别关注农民工的“不完全迁移”和“持
续流动”现象；城市化理论对于市民化和不完全迁
移的关注， 并没有解释在城市中边缘生存的农民
工却努力工作的现实； 阶级形成理论对于工人抗
争的关注， 并没有充分考察农民工长期存在和不
断扩大的发生机制。
由于农民工的本质特征是其劳动力性质，本

文完善和应用了劳动体制理论以考察农民工群体

结构化背后的劳动体制， 从而更好地回应主流理
论视角存在和面临的问题。对 32个典型农民工进
行的半结构化访谈表明， 农民工群体结构化的劳
动体制包括行动和制度两个层面， 行动层面上的
劳动体制是农民工客观生存状态与主观动机态度

的“互构”，制度层面上的劳动体制是农村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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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注：1. A 列为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单位：万人）；B 列为城镇劳动力总量（单位：万人）；A/B 为农民工在城镇劳动力市场
中的比例；2. 本表使用数据主要来自：（1） 中国统计年鉴；（2） 国家统计局历年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3）Cai and Chan
（2009）；（4）杨聪敏（2009）；3. 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本表只包括了外出农民工的数量；一方面，外出农民工数
量的统计比较全面，界定也比较清晰一致；另一方面，外出农民工是稳定存在的农民工，是城镇劳动力的主要构成部分。

活方式的变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公民地位分化、城
市非正式就业和市场文化对生存状态、 价值观念
和认知方式的“型塑”。

二、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及其发生机制问题

农民工与典型的农民和工人在多个方面具有

不同的特征（甘满堂，2001；Wang，2005），这也导
致了“农民工”概念界定的多样性。 有的学者强调
农民工的产业特征， 认为农民工是在从传统农业
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产生的准产业

工人（吴海峰，2009；何美金、郑英隆，2007）。 有的
学者强调农民工的身份特征， 认为农民工是兼有
两种身份和双重角色的人群：具有农业户口，却在
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 ，
2006；沈立人，2005）。还有的学者强调农民工的行
为特征，认为农民工的特征体现在迁移行为、产业
特征、工作环境、居住方式、家庭生活等多个方面，
并将农民工称为“打工者”或者“新工人”（王颖，

2005；吕途，2012；汪勇，2007）。 综合而言，农民工
可以界定为以其特有的“打工生活方式”为特征的
劳动者； 所谓打工就是离开拥有农村户口及其相
关权益的村落， 在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情况下流
动到城镇从事非农生产劳动。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

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比例和分布也趋于稳定，
呈现出了“群体结构化”趋势①。 表 1 表明，外出农
民工的数量（A 列）从 1978 年的 200 万人上升到
了 2017 年的 17185 万人。 人口结构的变化、经济
发展方式的转变、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农民工
政策的变迁都使得农民工群体规模的增速放缓，
但是农民工群体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比例却趋

于稳定。表 1的第四列（A/B）给出了外出农民工群
体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所占的比例。 从上世纪九
十年代后期开始， 农民工群体在城镇劳动力中所
占的比例已经稳定于 40%左右。这也说明，农民工
群体的规模和经济发展的规模是成比例上升的。

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及其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比例，1978-2017

年份
城镇就业状况

年份
城镇就业状况

A B A/B A B A/B

1978 200 9514 2.10% 2001 9000 24123 37.31%

1980 250 10525 2.38% 2002 10200 25159 40.54%

1985 2500 12808 19.52% 2003 11000 26230 41.94%

1987 2800 13783 20.31% 2004 11800 27290 43.24%

1988 2600 14267 18.22% 2005 12600 28390 44.38%

1989 3000 14390 20.85% 2006 13000 29630 43.87%

1990 2160 16616 13.00% 2007 13500 30950 43.62%

1991 4200 16977 24.74% 2008 14040 32100 43.74%

1992 5100 17241 29.58% 2009 14530 33320 43.61%

1993 6200 17589 35.25% 2010 15340 34690 44.22%

1994 7000 18413 38.02% 2011 15860 35910 44.17%

1995 7500 19040 39.39% 2012 16340 37100 44.04%

1996 8000 19922 40.16% 2013 16610 38240 43.44%

1997 8600 20781 41.38% 2014 16820 39310 42.79%

1998 9500 21616 43.95% 2015 16880 40410 41.77%

1999 10200 22412 45.51% 2016 16934 41428 40.87%

2000 10600 23151 45.79% 2017 17185 42462 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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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农民工在中国产业结构中的分布（单位：%），2008-2017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在产业结构中，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
筑业和服务业中 （Wang， et al.，2002；Wong， et
al.，2007）。而且，农民工在产业机构中的分布并没
有发生很大变化。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结果显示，农
民工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虽然发生了细微的变

化，但是总体上保持稳定（表 2）。 制造业和建筑业
一直是农民工的主要工作领域； 其次是零售业和
服务业。
由于农民工具有与典型农民和工人不同的特

征，有些学者认为我国出现了由城镇居民、农村居
民和农民工组成的 “三元社会结构”（甘满堂 ，
2001；李强，2012）。 以上分析表明， “三元社会结
构”不仅体现在农民工的外在特征上，也体现在农
民工群体在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和产业分布上；而
且，农民工群体的产生、扩大和稳定是一个过程，
即“群体结构化”的过程。 所谓农民工群体的结构
化是指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以打工生活方式为

特征的农民工群体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占据稳定

比例的过程和现象。
我国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与世界上各国都曾

经或正在经历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相关。但是，
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却是中国的特殊现象。 问题
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构转型背景下，我国农
民工群体结构化的发生机制是什么？

三、主流理论视角的评析
和劳动体制理论的完善

当前的农民工研究中，主流的移民理论、城市
化理论、 阶级形成理论都从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
两个层面上对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原因、 发展现状
和未来走向做出了深入分析。但是，囿于各自的价
值取向和理论假设， 三种视角分别对农民工迁移

行为、城市融入、劳资关系的考察仍不足以揭示农
民工群体结构化的发生机制。 通过强调农民工的
劳动力本质及其社会生活特征， 劳动体制理论直
接考察被主流理论视为背景和假设的 “农民工的
劳动力本质特征”，从而为分析农民工群体的结构
化提供了更加综合的研究视角。但是，当前的农民
工研究中， 劳动体制理论及其应用也存在价值导
向偏颇、内涵界定模糊、分析路径片面等问题，需
要进行完善以充分发挥其客观分析能力。

（一）主流理论视角及其不足
农民工生活状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他们的迁

移行为：离开农村村落，去往城镇工作；而且，由于
大量农民工未能实现城镇定居，因此处于“持续流
动”、“不完全迁移”或“循环流动”中（Wang，2005；
李强，2012）。 移民理论突出农民工的“迁移”行为
特征，将农民工视为“移民”，并对他们的迁移动机
和结构背景进行分析。在迁移动机的研究中，两种
主流的解释框架是永久迁移意愿和家庭策略理

论。 永久迁移意愿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农民工具有
“将家庭成员带到城市并在城市定居的意愿 ”
（Fan，2008:11； 叶鹏飞，2011 ；Li，2006； 叶鹏飞，
2011；熊波、石人炳，2009）。 家庭策略理论则认为
农民工的迁移行为是家庭增加收入和降低风险的

选择，也涉及到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策略（Fan，et
al.，2008； Fan，2008；蔡昉 、都阳 ，2002；李培林 ，
2003）。 在结构性解释中，移民范式强调我国历史
发展所形成的两种结构性差异： 城乡差距和地区
差异。城乡差异涉及户籍、土地、就业、社会保障等
多项制度安排 （Whyte，2010； 黄锟，2011；Larus，
2012；Sicular et al.，2010；Hannum，et al.，2010）。改
革开放之后， 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
来的政策造成了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 也使得

产业

部门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制造 37.2 36.1 36.7 36.0 35.7 31.4 31.3 31.1

建筑 13.8 15.2 16.1 17.7 18.4 22.2 22.3 21.1

运输 6.4 6.8 6.9 6.6 6.6 6.3 6.5 6.4

零售 9.0 10.0 10.0 10.1 9.8 11.3 11.4 11.9

餐饮 5.5 6.0 6.0 5.3 5.2 5.9 6.0 5.8

服务 12.2 12.7 12.7 12.2 12.2 10.6 10.2 10.6

2016 2017

30.5 29.9

19.7 18.9

6.4 6.6

12.3 12.3

5.9 6.2

11.1 11.3

徐法寅：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及其劳动体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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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从较落后地区向较发达地区流动 （Tsui，
1991；Gallagher，2007；Fan & Sun，2008）。

“从农业向非农产业”和“从农村向城镇”的迁
移是农民工生活状态的另两个显著特征。 城市化
理论强调工业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

变，将农民工视为“准市民”，并考察我国的城市化
道路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市民化）。 关于城
市化道路的研究认为，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城
市化没有根除传统的农村居民， 也没有发展出正
式的市场机制和法律框架来取代传统的社会制

度，而是采取了“不完全的城市化”道路，从而降低
了城市化的成本（Chan & Buckingham，2008；Chan，
2009；蔡昉，2010）。其结果就是大量的“流动人口”
和 “城市化不足” 现象 （Chan，Chris King-Chi，
2010；Chan，1994；Chan，Kam Wing，2010）。 就农民
工的城市融入而言， 城市化理论考察农民工在城
市中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从而说明他们的社
会融入状态及其制度原因（江立华，2003；王兴周、
张文宏；2008；梁波、王海英，2010；李强，2012）。
农民工的另外一个显著特征是工资工人。 阶

级形成理论强调农民工的劳资关系， 着重考察他
们的利益意识和集体行为。 就农民工的阶级地位
而言， 阶级形成理论强调农民工产生于计划经济
体制下的社会契约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契约

的转变（Lee，2007；Friedman & Lee，2010），认为农
民工的产生可以用“卡尔·马克思模式”的阶级理
论进行解释，而原国有企业职工可以用“卡尔·波
兰尼模式”的阶级理论进行解读（Silver，2003；沈
原，2006；Silver & Zhang，2009）。 就农民工的集体
行动而言，因为以下某个或几个原因，有些学者认
为农民工已经开始并将继续扩展其集体意识和行

动：（1）农民工集体行动的诉求已经超越了法律所
限定的利益宣称并追求自己所界定的权益，（2）农
民工也超越了法律所规定的劳资纠纷仲裁程序而

采取了游行、静坐和罢工等行为，（3）农民工的集
体组织也超越了个别的经济组织而将多个工厂的

工人联合起来，以及（4）农民工在集体行动中（并
通过借鉴各种政治话语）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观 念 和 话 语 体 系 （Lee，2007；Chris Chan，
2009，2010； Chan & Pun，2009；Pun & Lu，2010）。
移民理论、 城市化理论和阶级形成理论对于

我国农民工现象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囿于

各自的理论假设或价值规范， 三种理论视角都不
足以全面解释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问题。 移民理
论虽然强调农民工的迁移行为， 但是并没有充分
解释农民工“持续流动”、“不完全迁移”和边缘生
存的现象。 城市化理论对农民工在城市中边缘化
的生活状态的关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移民范式的

不足， 但是却没有说明农民工为什么在边缘化的
生活状态下还坚持在城市中辛苦工作。 阶级形成
范式对于农民工抗争行为的研究关注的是作为突

发事件的抗争，而不是农民工的生活常态，因此也
不足以解释农民工群体的不断扩大和长期存在。

（二）劳动体制理论及其完善
主流理论视角的不足要求对农民工群体的迁

移、持续流动、边缘生存、吃苦耐劳、长期存在和不
断增加等特征进行更为综合的解释。 从这个意义
上说，劳动体制理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
这个理论强调农民工的劳动力本质和社会生活特

征，从而“将国家的劳动管理、劳动力的社会再生
产、劳动场所的控制和工人的反抗能力联系起来”
（Lee，2007:21-22）。 主流理论视角也都假设了农
民工的劳动力本质， 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他们的迁
移行为、城市融入状况和集体行为：移民理论强调
农民工的迁移行为是一种市场作用下的 “劳动移
民”（Fan，2008）；城市化理论强调工业化过程中传
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之间劳动力的分配状况（Li，
2008；蔡昉，2007；2010）；阶级形成理论所关注的
劳资关系是以农民工作为商品化劳动力为前提的

（Friedman & Lee，2010）。但是，这些理论视角却没
有直接考察农民工的劳动力本质及其社会生活特

征和结构化机制。 通过强调农民工的劳动力本质
和社会生活特征， 劳动体制理论能够直接考察主
流理论视角的基本假设， 从而更好地理解它们提
出和面临的问题， 从而说明农民工群体结构化的
发生机制。
主流理论视角的不足和劳动体制理论的优势

也使得“劳动体制”的概念开始应用于农民工研究
中。但是，劳动体制理论及其应用仍然存在四个方
面的问题， 因此没有充分发挥劳动体制理论的潜
力。 首先，在农民工研究中，劳动体制理论还没有
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视角，“劳动体制” 的概念被
移民研究、 城市化研究和工人抗争研究用来解释
各自提出的问题，因此没有充分阐释“劳动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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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涵。 比如，在移民研究中，“劳动体制”被视为
迁移行为的发生背景（Fan，2004；2008）；在阶级形
成研究中，“劳动体制” 被视为生产过程的控制方
式（沈源，2006）。 其次，劳动体制理论在价值导向
上具有批判取向， 因而没有充分展示其客观分析
能力。 比如，迈克尔·布洛维的“劳动体制”概念与
“工厂政体” 概念都强调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不平
等， 并进而考察这种不平等秩序的存在机制（Bu-
rawoy，1985）。 在应用劳动体制概念分析农民工群
体的时候， 李静君的关注焦点也是农民工的抗争
行为及其阻碍因素， 并将劳动体制视为影响工人
反抗能力的因素（Lee，2007）。第三，当前对劳动体
制概念的界定和应用并不明确， 往往强调国家管
理、社会再生产、工厂政治中的某一个方面。比如，
在劳动过程研究中，“宿舍劳动体制” 概念的关注
点仍然停留在工厂内的劳动控制上（任焰、潘毅，
2006；杨可，2016）。这个概念没有明确宿舍是劳动
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一种特殊的劳动体制。
最后， 劳动体制理论强调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的
互动， 比如布洛维不但考察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
方式，也强调工人服从资本控制的理由和机制。但
是，当前的劳动体制研究往往强调社会结构因素，
而没有在行动层面上综合考察移民理论所强调的

迁移动机和策略问题、 城市化理论所强调的文化
和身份认同问题、 阶级形成理论所考察的认知和
态度问题。
为了弥补劳动体制理论的不足并更好地发挥

其解释力， 劳动体制理论应该被视为一种从社会
结构和社会行动两个层次上对国家管理、 社会再
生产和市场机制所构成的劳动关系进行综合考察

的客观理论视角。 这些因素虽然在现实中是相互
影响的， 但是在分析的意义上可以划分为行动和
制度两个层面上的劳动体制。 行动层面上的劳动
体制主要是指劳动力的主观动机态度和直接生存

状态及其相互关系。 制度层面上的劳动体制包括
国家管理、 社会再生产和市场机制及其对动机态
度和生存状态的影响。就农民工群体结构化而言，
劳动体制分析应该关注移民理论、 城市化理论和
阶级形成理论所关注的制度和行动因素， 并对各
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综合分析，包括（1）从社
会行动的视角分析农民工的生存状态、 打工动机
和打工态度；（2）从社会结构的视角分析相关的国

家政策、社会文化、市场机制；（3）从作用机制的角
度分析社会制度变迁、 生存状态和动机态度的相
互作用。

（三）研究方法
从方法论上讲，本研究采用了“批判性阐释”

方法（critical-interpretive methodology），结合了阐
释性（interpretative）和批判性（critical）定性研究方
法。阐释性研究方法主要用来对农民工的动机、态
度、价值观念、认知方式等主观因素进行分析，批
判性方法主要用来对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社

会制度进行分析。 由于本研究力图结合行动层面
的意义分析和结构层面的制度分析， 因此利用了
两种研究材料。在行动层次上，半结构化的深度访
谈用来收集关于农民工价值观念、打工动机、生活
态度、认知方式、家庭生活、工作环境等方面的信
息。在制度层次上，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和学者的
学术报告用来分析农民工的产业分布、 地区分布
和城乡差异等结构因素； 法律文件和政府报告等
用来分析与农民工相关的制度改革和国家政策。
调查对象的选择上， 本研究采用了理论抽样

的方式。 为了考察各个理论视角所强调的农民工
主要特征， 本研究使用了四个理论标准来选择调
查对象：性别、家庭结构、流动距离和产业特征。由
于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生命周期会影响他们的生存

状态和动机态度， 因此本研究包括了女性和男性
农民工。就家庭结构而言，本研究包括了单身农民
工、已婚和有未成年子女的农民工、有成年子女的
农民工三种类型。此外，家庭结构也考虑了年龄因
素， 因为年龄在很大程度上与家庭结构和家庭生
命周期相一致。 本研究也包括了长距离和短距离
流动的农民工。 短距离流动是指向当地城市或最
近城市的流动， 而长距离流动则是跨市和跨省的
流动。产业特征包括农民工集中的三个主要产业：
服务业、制造业和建筑业。
本研究的资料收集方式是半结构化的深度访

谈。由于这种方法涉及与调查对象的深入互动，获
得他们的信任尤为关键。为了建立信任关系，本研
究还采用了滚雪球抽样。 “幸运”的是，笔者在农村
出生和长大，因此笔者的很多亲戚、朋友、同学都
有打工的经历， 而且曾经在不同的城市和产业打
工。他们还介绍了符合理论标准的其他访谈对象。
最终，访谈在北京、济南、深圳、聊城等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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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动层面上的劳动体制分析

作为一个类别群体， 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依
赖于农民工个体的存在， 因此本研究首先对农民
工打工的生存状态和动机态度及其相互关系进行

了考察。访谈资料表明，农民工的客观生存状态和
主观动机态度都呈现多样化特征， 而且两者之间
存在着“互构”关系。一方面，客观生存状态很大程
度上决定着主观动机态度；另一方面，主观动机态
度又支撑着客观生存状态。 打工生存状态是指农
民工的客观生产和生活状况，包括产业特征、职业
特征、迁移距离、城市规模、工作条件、居住条件、
家庭生活、消费方式等。打工动机就是农民工通过
打工生活所要满足和实现的需要和目的。 打工态
度是指农民工对打工生活状态的接纳程度。

（一）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打工动机的“互构”
访谈发现， 农民工的打工动机具有多样性和

层次性。 当问及 “您来这里打工的主要目的是什
么”时，除了 4 个单身的年轻访谈对象和 1 个老年
访谈对象外， 其他所有的农民都给出了类似的回
答：“就是要挣钱。 ”而那 4个单身的年轻访谈对象
的回答是“锻炼自己”、“学习社会”、“学技术”、“见
见世面”。 那个老年访谈对象的回答更加出乎意
料：“就是要出来玩儿玩儿”。 此外，他们的打工动
机并不是单一的。比如，那些回答“要挣钱”的访谈
对象中，6个也说要“学技术”、“长见识”。
以上这些回答可以视为他们的直接打工动

机，因为在它们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动机，即呈现出
层次性特征。 当进一步问及为什么要“挣钱”、“学
技术”、“锻炼自己”的时候，他们给出了更加多样
化的回答， 包括 “给小孩交学费”、“给孩子盖房
子”、“给孩子买楼房”、“给小孩娶媳妇”、“老人要
看病”、“以后在城市里工作”、“自己做生意”、“小
孩在城里上学， 照顾方便”、“在城市里买房子”等
等。 那个说“要出来玩儿玩儿”的老年人也隐藏了
他的真实动机。 面对“在家里玩儿，不是更好？ ”的
问题，他说，“在家里玩儿，没有钱挣，儿子儿媳会
感觉你很懒……很没面子。 ”可见，这位老年人来
打工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家庭地位和个人声誉。
此外， 提高个人声誉的动机也存在于那些没有迫
切生计需要的年轻人、老年人和女性访谈对象中。
其次，根据地理取向和社会取向，农民工的深

层打工动机可以划分为个体荣誉、职业前途、居家
需求、家庭发展等四类。个体荣誉主要是通过打工
生活来换取个人较高的家庭地位和声誉的动机。
职业前途主要是指通过打工生活来学习技术、了
解社会从而谋求个人更好的职业前景的动机。 居
家需求就是指通过打工来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的

动机。 家庭发展是指通过打工完成向城市的迁移
从而为家庭赢得更好的生活和更多的机会的动

机。这四种深层动机的区别体现在两个维度上（表
3）：个体荣誉和居家需求都多是农村取向的动机，
而职业前途和家庭发展更多地是城镇取向的。 这
些动机在社会取向上也是不同的： 个体荣誉和职
业前途更大程度上更多是个体取向的， 而居家需
求和家庭发展则更多是家庭取向的。
表 3

最后， 农民工的打工动机和生存状态存在着
“互构”关系：一方面，生存状态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打工动机；另一方面，打工动机又支撑着打工生存
状态。 那些年轻、刚刚毕业和开始打工、单身的农
民工没有家庭责任的紧迫压力， 因此更关心自己
的职业前途。 他们在城市中的工作经历也使他们
感到了社会技能和工作技能的重要性， 因此认为
“最重要的”是学习技能，提高自己。由于不是特别
在乎收入的高低，这些农民工存在于建筑业、制造
业和服务业中，并力图获得技术性较强的岗位。老
年人和女性农民工进城打工，虽然也可以“贴补家
用”，但是更多的是为了赢得“个人荣誉”。 他们认
为即使不外出打工，家里也可以维持生活，还可以
“收拾屋子”和“照顾孩子”（或/和“老人”）；但是，
家里的人会感觉他懒惰，家庭地位因此会降低。而
且越来越多的老人和女性外出打工， 这就更让那
些没外出打工的感觉“没有面子”。 那些家庭责任
比较大的农民工，往往都把挣钱放在首位，以满足
居家需求，包括支持孩子的教育、给孩子“盖房子，
娶媳妇”、给父母养老治病、提高家庭在村落和亲
属网络中的地位。 而且，由于家庭支出大，他们也
感觉迁移到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最后，五位

农民工打工动机的类型

社会取向
地理取向

农村取向 城市取向

个体取向

集体取向

个体荣誉

居家需求

职业前途

家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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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对象在城市中工作时间较长， 掌握了一些专
业的技术后成为了技术人员或晋升到了管理岗

位，工作比较稳定。即使收入不像建筑业农民工那
么高，他们也感到前途具有可预测性，因此发展出
了具体的城市移民计划②。 不过，他们要在城市定
居也是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前程”。

（二）农民工的生活状态和打工态度的“互构”
农民工对待打工生活的态度不同于他们对待

当前工作的态度； 当前工作不过是打工生活方式
内的一种选择。 因此，前者可以称为打工态度，而
后者可以称为工作态度。 本研究所考察的打工态
度主要是指农民工对于打工生活方式的接纳程

度。访谈发现，那些对当前工作接纳程度低的农民
工也可能对打工生活方式持有较高的接纳态度。
比如， 在制造工厂里的农民工感觉工厂里的工作
氛围“比较压抑”，生活上“不够自由”，“没有太多
自由时间”，工作环境“不干净”，而且重复机械的
简单劳动也“没有什么前途”。 他们也因对当前工
作的不满而频繁变换工作；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
和法律保障的完善，农民工也有了更多、更好的工
作机会。问题的关键是，很多农民工更换了多次工
作，而且这些工作一个比一个好，但是他们仍然是
农民工，因为他们感觉“没有更好的选择”，“年龄
一大把了，不能再去考大学啊”。
其次， 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态度之间也

存在着“互构关系”。 影响打工态度的主要因素是
打工动机和替代选择的可能性认识 （perceived
possibility of alternatives）；这两种因素虽然都是主
观因素，但是与生存状态和生活经历有紧密联系。
首先， 很大程度上由生存状态决定的打工动机给
打工生活提供了理由。但是，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来
满足打工动机呢？从他们的生活经历上看，所有的
农民工都曾经尝试过其他的选择； 但是他们也认
为这些尝试都“非常困难”或“已经失败”了。 这些
困难和失败强化了他们对打工生活的接纳态度。
刚刚毕业或辍学的农民工认为打工生活的替代方

案是“上学”。但是他们感觉“上学没有前途”，因为
“上了大学也可能当售货员”或者“自己不是上学
的料儿”。 其他的访谈对象中，有的曾经在农村开
商店，有的曾经尝试农业生产和加工，有的曾经办
过养殖业，有的曾经做买卖，有的曾经承包过小型
的建筑工程。 但是，由于年龄增大或者经营不善，

他们都没有“挣到大钱”。因此，“没有其他选择”成
为了农民工接纳打工生活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
最后，打工态度会影响行为选择：接纳程度低

的农民工会选择退出或冒险， 而接纳程度高的农
民工则可能换工作或提出抗议。 32 位访谈对象
中， 有 13 位对打工生活方式的接纳程度较低：其
中 8 位是因为他们都看到了打工替代方案的可能
性，并准备再“冒险”，尝试其他的生活方式；另外
5 位则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自己长期定居城市的希
望，因为他们已经成为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并因
此获得了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 对打工生活
方式接纳程度较高的 19 位访谈对象中，10 位对
当前的工作比较满意，因为“工作环境变好了”，而
且“工资也有所提升”；另外 9 位则对当前工作的
满意度较低，其中 5 位准备换工作，而另 4 位因没
有太多选择而准备长期从事当前工作。 但是对当
前工作满意度较低的 9 位访谈对象都对“老板”和
“政府”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老板”没有按政府
规定改善生活环境或者提高工资待遇， 而政府没
有履行职责来保障他们的权益。

五、制度层面上的劳动体制分析

如果农民工的客观生存状态影响了主观动机

态度，那么这些生存状态又是如何造成的呢？农民
工又是如何理解和解释他们的客观生存状态，从
而形成动机态度的呢？访谈表明，当前的社会制度
变迁不仅影响了农民工的生存状态， 也影响了他
们的价值观念和认知方式， 并进而影响了他们的
动机态度。 这些制度因素主要包括农村生产生活
方式的变迁、户籍制度改革和公民地位分化、城市
非正式就业和市场文化。

（一）农村生产生活变迁和家庭自主性增强
新中国建立后，虽然几经周折，但是 1961 年

之后，我国农村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
村生产组织制度， 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都在很高程
度上被组织起来。 这个体制可以降低因自然灾害
和疾病而产生的危害，提供全面的医疗、教育、救
济等公共福利和服务。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逐渐确立， 深刻地影响了农村生产生活
方式，尤其是，农民家庭成为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生
活的主体。调查发现，农民家庭生产自主性增强和
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农村家庭生活独立性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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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和农村亲属网络的复兴、 个人家庭意识的强化
都深刻地影响了农民家庭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

念，并进而型塑了农民工的打工动机和态度。
首先， 农村家庭的生产自主性和农业技术的

应用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
劳动力，为农民工进城打工提供了客观条件。经历
过这个制度转变的农民工回忆说， 当时所有的人
都“想办法生产更多的东西”、“想方设法地挣钱”。
开始的时候， 大部分农户都同时种植粮食作物和
经济作物。后来，很多农户也开始尝试从事一些非
农业生产，包括农产品加工、交通运输、建筑等等。
近来，随着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和农户之间的合作，
农业生产效率获得了更大的提升， 产生了大量的
剩余劳动力。所有的调查对象都提到在农村“大部
分时间都没有活儿干了”。
再次，个体家庭观念的增强、农村家庭生活独

立性的提高、 社区和亲属网络内的攀比为农村居
民进城打工提供了动力。 农村家庭的自主性不仅
仅体现在生产领域， 而且也存在于消费领域。 后
者是农民工打工动机的主要来源。 实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之后， 农村家庭重新成为生活的基本
单位，承担起更多的家庭责任，包括“吃穿住用”
等日常消费、“小孩上学”、“盖房子”、“为孩子盖
房子， 娶媳妇”、“为小孩买房子”、 “红白喜事”、
“人情来往”、“照顾父母”等等。 不同生命阶段的
居家需求成为农村居民外出打工的主要动力。 此
外， 村落社区和亲属网络内的社会比较提高了居
家需求的标准。 在社会比较中， 农村家庭不再只
是满足低水平的生存需求， 而是农村社会所定义
的居家需求，比如人情往来的礼金标准、盖房子的
材料标准都越来越高。 而且， 获得生产生活自主
性之后， 家庭生活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
勤劳和聪明程度。 保持和提高家庭在社区和亲属
网络中的地位和荣誉也成为他们外出打工的动

力，否则他们“很快就会落在别人后面”，“就会被
看不起”。 最后，随着家庭自主性的提高，家庭身
份成为农村居民主要的个人身份认同。 在访谈
中，农民工“家庭成员”的身份认同直接地影响着
他们的情感、思考和行为。 年轻的农民工更想“减
轻家庭负担”，中年的农民工很自豪地说“支撑起
了一个家”，而老年和女性农民工则更想在家庭里
获得尊严。

（二）户籍制度改革和公民地位分化
从户籍制度的起源和功能来看， 户籍制度是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渐形成的、 通过对人口流动
的严格控制而对人口和资源进行统一组织的国家

政策（Yang and Cai，2003；Chan，2009；2010；陆益
龙，2003；2004）。户籍制度的形成和变化过程表明
户籍制度中户口地位的价值是不断变化的， 而这
种变化又依赖于相关制度和国家战略的变化，包
括就业制度、生产制度、教育制度、福利制度等等
（黄锟，2011；Whyte，2010）。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
度的渐进改革使得人口流动控制不断放松， 为农
民工群体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同时，户口地位价值
的差异仍然存在， 这不仅影响了农民工在城市中
的客观生存状态，也影响了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此
外， 户籍制度的持续改革也增强了农民工在城市
定居的希望， 从而为部分农民工提供了更强烈的
动机。
首先，人口流动控制的放松，为农民工的结构

化提供了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户籍改革的总体趋
势包括以下四个方面：户籍制度目的的再确定，人
口流动控制的放松，户口地位价值的降低，户籍管
理的地方化。建立之初，户籍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保
持城市社会的稳定， 其作用范围也主要是针对城
市人口的信息收集和整理。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
建立， 旨在对人口流动进行控制的户籍制度也被
用来服务于国家推动的工业化战略。 随着乡镇企
业的发展和非农经营农户的出现， 户籍制度的改
革开始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而做出相应

的调整，人口流动控制不断放松，户口地位的价值
不断减低，户口管理也不断下沉到地方政府。
其次， 户籍制度产生的公民地位分化仍然影

响着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身份认同。 所谓公民地
位分化就是指公民在国家福利和管理制度等方面

存在的差异。调查显示，户籍制度改革产生了三个
方面的公民地位分化。首先，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
之间仍然存在着公民地位分化。 这种分化主要体
现在城镇和农村之间在土地管理、住房、就业、社
会保障、教育等制度方面仍然存在着差异。农民工
在农村所拥有的农用土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

都强化了他们“农村居民”的身份认同，也使得他
们也不愿意与农村完全分割。其次，农民工与当地
城市居民在城市中的公民地位也存在着分化。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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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民工最为关心的是子女教育。很多农民工不
得不将子女留在农村接受教育； 这便导致了家庭
分离的生活状态。 而让子女更有前途也成为很多
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主要动力；此外，某些中小城
市中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的户籍制度改革也增强

了他们城市定居的期望。
（三）城市非正规就业和市场文化
所谓非正规就业就是“在付酬、劳动时间、劳

动关系、工作形态、社会保障及经营活动等各方面
存在不固定性、 不稳定性或不规范性而与正规就
业有性质上区别的劳动就业形式”（张彦，2010）。
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对他们的生存状态产生了重

要影响，包括福利保障差、工作不稳定、工资收入
低、 工作环境差等 （李强、 唐壮，2002； 李烨红，
2003）。调查发现，出于安全考虑，建筑业和制造业
企业都为农民工购买了工伤保险， 但没有购买养
老、医疗、事业和生育保险，也没有缴纳住房公积
金（除了重要管理和技术岗位上的农民工）。 那些
服务业内的企业甚至没有购买工伤保险。 所有行
业的农民工劳动时间都不固定； 一线农民工每周
要工作六天或七天， 每天的工作时间也经常超过
八小时；他们虽然能够得到更高的加班费，但是并
没有是否加班的自由选择。农民工的收入在提高，
但是居住条件和消费方式仍然与城镇居民存在很

大不同：居住在工厂宿舍、老旧的民房或近郊村落
中；除了个别年轻人和举家外出的人，消费行为仍
然发生在农村。劳动关系也很不规范：在没有劳动
合同的情况下， 企业可以任意地终止与工人的劳
动关系；在有劳动合同的情况下，由于劳动合同不
规范， 企业也可以通过降低工资或者加大劳动强
度的方式使工人提出辞职。另一方面，随着城市打
工就业机会的增多，季节性的就业（比如，快递）能
够带来更高的收入； 那些纯粹以挣钱为目的的农
民工也不愿意被“栓死”在某一份工作上，而是保
留自己的自由流动性。 因为企业内部市场中明显
的分化，绝大部分农民工认为职业前途不光明；他
们感觉到， 城市居民和外来的接受高等教育的工
人可以在企业中“立足”，而他们自己很难有更好
的发展。
如果城市非正式就业造成了他们不良的生存

状态， 那么农民工如何理解和解释他们与企业之
间的关系呢？调查发现，与非正规就业相对应的认

知方式是“市场文化”。 作为一种前理论性意识形
态（pre-theoretical ideology），这种认知方式深刻地
影响着他们的动机、态度和认知（North，1981）。 这
种意识形态使得农民工认为他们是 “低级工人”，
并接纳了打工生活方式。所有的访谈对象都认为，
当前劳动力市场中“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工人”，
包括“大学生”、“城里人”等；但是，这些大学生和
城里人都是“高级工人”，而他们自己是“低级工
人”。与“低级工人”相比，“高级工人”收入高，工作
稳定，劳动合同规范，劳动时间标准，社会福利全
面，住宿在自己家里或者租用的现代化公寓里，消
费主要在大商场里，生活用品也比较有档次。他们
也认为，“高级工人”和“低级工人”的这种差别也
是合理的，因为他们的“市场化”认知方式中也强
调市场供求逻辑和人力资本观念。首先，访谈对象
都认为，与“大学生”和“城里人”相比，农民工的数
量是非常庞大的。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他们
的经验告诉他们：农民工供过于求，因为“现在越
来越多的农村人到城里打工”，“越来越多的妇女
也进城打工了”，“很多年轻人不愿意上学，初中毕
业就出来打工了”；而且，“只要有一个老人外出打
工，其他的老年人如果不外出找活儿，就会被认为
懒惰；只要有一个妇女进城打工，其他的妇女如果
不外出挣钱，就被会认为懒惰”。 在供过于求的情
况下，为了挣钱，他们不得不接受以非正规就业的
方式在城里工作，否则他们也“没有什么出路”③。
其次，访谈对象也认为，与“大学生”和“城里人”相
比，他们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比较少，因此只能从事
技术要求比较低的工作。他们认为，“高级工人”和
“低级工人”对于企业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企业的
发展更依赖于“高级工人”对于产品的开发、市场的
开拓等，而“低级工人”却只能在生产第一线；因此，
两种工人的职业发展前景也是不同的，“高级工人”
在未来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优越的生活。

六、总结和讨论

本文首先用“农民工群体结构化”的概念对当
前我国农民工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描述， 即在相
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以打工生活方式为特征的农民

工群体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占据了比较稳定的比

例。然后，本文用“劳动体制理论”分析了农民工群
体结构化的发生机制， 认为农民工群体结构化的

徐法寅：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及其劳动体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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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体制主要包括行动层面上客观生存状态和主

观动机态度“互构”以及制度层面上农村生产生活
方式的变迁、户籍制度改革和公民地位分化、城市
非正规就业和市场文化对农民工生存状态、 价值
观念和认知方式的“型塑”。
从理论层面上说， 农民工群体结构化的劳动

体制分析有助于解答社会转型论、 三元社会结构
论、移民理论、城市化理论和阶级形成理论所提出
和面临的问题。
首先， 通过强调历史过程及其发生机制，农

民工群体结构化的劳动体制分析可以克服 “三元
社会结构论”的静态化倾向和“社会转型论”的一
般化倾向。 与“三元社会结构论”对农民工群体的
静态化考察不同，“农民工群体结构化” 概念强调
农民工群体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农民工群体
的结构化虽然也承认农民工具有不同于城镇居民

和农村居民的特征， 但是更强调他们在城镇劳动
力市场中的比例趋于稳定， 并将农民工群体放在
社会经济变迁的历史中进行考察， 从而发现农民
工群体长期存在的内在机制， 抱着更加开放的态
度对待农民工群体的发展趋势。 与 “社会转型理
论”的一般化考察不同，“农民工群体结构化”力图
更加具体地分析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 社会转型
论虽然强调社会转型的“过程”，但往往以其他国
家为参照从宏观上勾勒我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而
没有具体说明我国社会转型的特殊路径和过程。
从我国整体的发展态势来看，以“打工生活”为特
征的农民工群体肯定是一个过渡现象。 但是农民
工群体的“结构化”也说明其“过渡性”不是短暂
的，而是长期的；这正是我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
从国家政策的角度上来看， 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
要求农民工政策要以社会转型的发展方向制定总

体规划， 也要以经验事实为依据采取更加符合现
实的渐进性改革措施。
其次， 从劳动体制视角分析农民工群体的历

史可以将移民研究、城市化研究、阶级形成研究提
出的问题放在更综合的背景中进行考察， 从而揭
示这些现象的根源。 迁移理论更多地关注迁移行
为及其结构背景， 却不足以说明持续流动和不完
全迁移现象。 对农民工群体结构化的劳动体制分
析表明， 持续流动和不完全迁移是农村生产生活
方式变迁、城乡之间和内部公民地位分化、城市非

正式就业和市场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 而且这些
制度因素不仅影响了持续流动的生存状态， 而且
也影响了农民工的动机态度。 城市化研究对市民
化和社会适应过程的分析倾向于将农民工的劳动

力本质视为一种背景和假设， 并集中关注国家政
策和社会环境对城市化的影响， 但并没有具体说
明“农民工虽然边缘生存但却辛苦劳作”现象的形
成机制。 劳动体制理论则突出劳动力及其社会环
境对于迁移行为和社会融入的核心作用， 并以此
来理解国家政策和社会生活的作用机制。 “工厂政
治理论”和“工人抗争理论”是关于工人政治的两
大理论视角； 前者强调群体抗争事件及其对社会
变迁的重要性， 而后者强调劳动秩序及其形成机
制。 如果将冲突和秩序视为工人政治的两种形态
的话，那么“劳动体制理论”则可以将这两种形态
放在更大的背景中进行考察。 工厂政治和工人抗
争研究关注的焦点是工厂内部企业和工人之间的

关系， 但是大量的研究也表明工人政治是嵌入在
劳动体制中的。比如，在国家社会主义和西方自由
主义体制中， 企业和工人的互动关系和互动模式
是十分不同的（Walder，1986）。 国家与企业和市场
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国家对待企业和工人之间关

系 的 方 式 （Webster，et al.，2008；Harvey，2010；
Huang，2009）。 就劳动力的产生过程而言，企业和
工人关系的存在根本上还依赖于工人的动机和认

知； 而工人的动机和认知又依赖于他们的社会生
活方式的变迁 （Watson，2005；Sum and Jessop，
2015）。 可见，作为一种客观分析视角的劳动体制
理论也可以更加中立地分析国家管理、社会文化、
劳资关系、动机态度对工人行为的影响机制。

注释：
①吉登斯曾经在两个意义上使用“结构化”概念。 在

《发达社会中的阶级结构》（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
vanced Society）中，吉登斯用“结构化”概念来分析各个阶
级群体的形成机制，因此这里说的是“群体的结构化”。 在
《社会的构成中》，吉登斯的结构化概念是针对结构和行动
的关系问题而提出的，因此是“行动的结构化”。 而本文所
使用的结构化概念是针对社会群体———农民工群体的发
展过程和现状而提出的，因此是“群体的结构化”。
②访谈对象中，还有八位年轻农民工体会和认识到了

城市中优越的生活方式和更多的工作机会，也因此发展出
了永久迁移的愿望， 但也认为近期还不可能实现这种愿
望。 这些人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里，收入水平不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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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稳定。 他们还没有发展出向城市迁移的具体规划，因
此也频繁地换工作。
③虽然很多农民工也看到了打工替代方案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之前，他们仍然认为，除了打工，
“没有什么选择”，“总不能闲着”。 而且，那些想尝试打工替
代方案的农民工也认为，当前的打工是为以后的“不打工”
做准备，比如为从事其他谋生方式学习技术、建立社会关
系、积累资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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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the civilianism of the judiciary. Judging from several judicial
reforms since the 1950s， it is roughly a choice between judicial professionalism and judicial civilianism. As a
goal of judicial reform， judicial credibility also contains this inherent contradiction. How to deal with this
contradiction? It is related to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reform measures， but also to the double standards of
professionalism and civilianism in judicial evalu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judicial reform and judicial evaluation， which is the balance between professionalism and
civilianism.

Key words： judicial reform； judicial evaluation；professionalism；civilianism；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n the Role of Custom in Practical Reasoning
Liu Yeshe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44）
Abstract： Whether customary law is an effective legal concept depends in part on the unique role that

custom plays in practical reasoning and whether it conflicts with the nature of law. The theories of Hart-style
custom， coordinative customs， and constitutive customs failed to reveal the complete structure of reasons that
customs give to actors. A successful custom concept theory must be based on substantive values. This cus-
tomary concept will clear some theoretical obstacles to the concept of customary law.

Key words： custom； customary law； reason-giving； authority of law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Founder’s Social Capital and Family Excess Control
on Excessive Debt of Enterprises

Xin Jinguo1， Zhang Mei2

（1. Centr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Social Development，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2. Ningbo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ingbo 315175）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excessive deb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has become a common phenomenon，
which restrict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founder’s social
capital and family excess control on enterprise’s excessive debt.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excess control of the family shareholders’meeting will increase the level of excessive debt of enterprises， and
the excess control of the family board of directors and the excess control of managers will help to alleviate the
degree of excessive debt of enterprises； the richer founder’s social capital is， the higher level of excessive
debt， and the founder’s social capital has a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cessive con-
trol of family firms and the excessive deb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excessive debt will lead to the
decline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amily excess control and excessive debt will
also affect corporate performance. This paper not only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excessive debt in pri-
vate enterprises， but also provides enlightenment for family enterprises to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excess
control rights and rationally use the founder’s social capital.

Key words： founder social capital； excess control； excessive debt； enterprise performance

Labor Regime behind the Structuration of Migrant-Workers
Xu Fayin

（Institution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number of migrant workers characterized by the

dagong-lifestyle has been increasing for almost four decades and the propor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labor markets has become stable， which has resulted in the structuration of this group of people. While mi-
gration theory， urbanization theory and class-formation theory are inadequate to explain this phenomenon，
the labor regime theory provides a better perspective by emphasizing the nature of migrant workers as lab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lifestyle， and the interaction of agency and institutional aspects of labor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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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 The data from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32 typical migrant workers indicate that the structu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genc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labor regime， the a-
gency aspect is the mutual constitution of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and motivations and attitudes， and the insti-
tutional aspect is the shaping of their values， living conditions and cognitions by contextual cultures and in-
stitutions. The analysis also provides a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investigating the problems of and with mi-
gration analysis， urbanization analysis and class-formation analysi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labor regime； migration；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Comprehensive Measurement and Promotion Strategy of New Urbanization Quality
———Panel Data Analysis Based on C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Yu Yunfeng
（Economic Department， the Party School of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Hangzhou 311121）
Abstract： Zhejiang proposed a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in the past decade， the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In this paper， by constructing the new urbanization quality comprehensive index
system， includ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urban quality of lif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s a who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bility and dimensions， analysis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quality improvement in 11 districts of Zhejiang city panel data， some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Zhejiang to promote the new urbanization with high quality.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index system； the quality of ascension

On the Turn of Life Consciousness of Scholars in Han and Jin Dynasties
Liu Yunhao

（Chinese Department，Bozhou University， Bozhou 236000）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lectical philosophy， human beings are the existence of dualistic

paradox， and so is man’s consciousness. The living and death of life， the acceptance and rejection of life
value，the gain and loss of humanity are not only the paradox of life， but also the paradox of consciousness.
The dual opposition between anxiety and peace， persistence and detachment， shackles and freedom are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dual paradox of the life existence of the scholars in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the dual
paradox of the life consciousness of the scholars in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are always wavering between
the double paradoxes of the existence of life； the dual paradox of the existence of life is attempted to dispel
and make life present a harmonious state，and construct a free aesthetic realm of life is the desire of the
scholars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represented by Wang Xizhi. A thorough study of the dualistic paradox of
life can not only outline the basic cur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fe consciousness of the scholars in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but also reveal the deep spiritual contradictions facing human life.

Key words： Han and Jin scholars； Life consciousness； dual paradox； art life； Wang Xizhi

Understanding Being through Integral Harmony： the Theory of Integral Harmony
and Its Practice for the Innov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Chen Haihong
（Philosophy Department ，the Party School of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Hangzhou 311121）

Abstract： Philosophical problems are after all problems of human beings， for humans are not only the
object of philosophical questioning， but also the subject. Every one of us has the ability to think reflectively
about ourselves and we are actually always thinking about our problems in certain ways. The problems in-
volved here can be called philosophical problems. Yet， only philosophy can enhance our thinking to the
metaphysical level， only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can represent us the long process of human beings’ reflec-
tive thinking about their beings and provide us with an arena for synchronic dialogues between now and the
past， and only philosophers can truly deliver philosophical thinking in both general language and their 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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